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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党和国家关心的民生头等大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如何稳就业

成为重中之重。 本文选取 2010—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否促进就业

扩容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就业扩容,且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 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加速企业成长、促进人口流动和推动数字经济建设,

从而促进企业就业扩容。 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和自然资源

禀赋较低地区更为明显。 对此,应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优化相关政策举措;在继续保持对国有企

业的支持外,也应重点激发非国有企业的活力;充实地区人力资本力量,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高效实施;针

对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实施差异化的财政支持政策。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区域一体化　 稳就业　 企业成长　 人口流动　 数字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4)12-0088-18

　 　 一、问题提出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就业作为民生头等大事,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

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 。 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体。 然而,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给

中国企业带来了较为沉重的负担,再加上新冠疫情等多重外部冲击,使企业经济效益出现整体下滑的

趋势。 为缓解经济效益下滑带来的绩效影响,多数企业选择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如通过裁员、减少

招聘等手段削减人力成本的支出,这一系列行为对社会总就业水平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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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2023 年,总就业水平绝对量从 7. 58 亿人降至

7. 40 亿人,每年平均降幅为 0. 5%;在新冠疫情期间,总就业水平绝对量下降最高约 0. 13 亿人,降幅

为 1. 8%。
面对就业工作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就业作为民生头等大事,作出

了一系列决策部署。 其中,区域一体化政策在扩大就业容量和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相较其他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降低中小型科技企业税负等税收优惠政策,区域一体化政策主要存

在两大优势:一是区域一体化政策能通过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上下游产业链条,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从而稳定就业;二是区域一体化政策有助于弱化消费者和企业的区域边界概念,拉动跨区消费

需求,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从而稳定就业。 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区域一体化政策的一种,2015 年 6 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

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调整区

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 在顶层设计指导下,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方针逐步完善,指出要充分发挥区域

优势互补原则,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通过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体系,加速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

局,推进产业升级转移。 上述方针可以归纳为环保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转移。 具体而言,在环保

一体化方面,政府要重视联防联控环境污染问题,总体上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并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

和退出机制,以及谋划建设一批环首都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在交通一体化方面,一是

要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提升交通智慧化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城市区域的高效运输;二是要加速推

动核心城市建设高密度的轨道交通线路网,进一步促进城市层面一体化发展;三是要重视京津冀地区城市

间的高铁线网建设,保障每个城市均被纳入高铁线网,且均能够享受到高铁带来的发展红利。 在产业升级

转移方面,各地区要充分认识自身的比较优势,原则上保留已有优势产业,将非自身优势产业进行升级转

移,并优先考虑适宜该产业发展的京津冀其他地区。 同时,产业升级转移并非“污染”产业的转移,而是绿色

转移,要根据绿色化的发展要求升级产业再转移,着力于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 此外,该政策与其他区域

一体化政策在重视度上存在着区别,如长三角城市群、哈长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均由国务院批准。 综上所

述,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地区形成目标同向、措施一体、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协

同发展新格局,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实践中这一政策是否促进了就业扩容备受关注,对于京津

冀协同发展政策效果的研究颇具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成为热点话题,学术界对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学者们发现,区域

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能促进城市创新发展、城市群绿色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1-3] ,还能增进民生福祉[4] 。 也

有不少学者对区域一体化政策产生影响的作用途径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一体化政策的作用途径主要是提

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5] 、促进科技人才流动[6] 、优化要素配置[7]等渠道。 对文献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虽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也属于区域一体化政策,但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政策效果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部

分学者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如董晓宏等(2022)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能推

动创新型人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集聚,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8] 。 与此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还能

推动当地市场一体化[9] ,提高企业运营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也有一部分学者比较中性地评价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如任爱华等(2022)的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能有效促进地区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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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开放共享,但在交通运输、生态治理、技术创新这三个方面具有虹吸效应[10] 。 还有学者对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效果提出了不同看法,如安树伟和李瑞鹏(2022)发现,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

实施对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

与其余城市本身存在较大的经济差异,弱化了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11] 。
既有文献也对就业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出了诸多实现就业高质量增长的可靠路径。 这些文献从研究

角度可划分为非政策因素和政策因素两个方面。 一是非政策因素对就业的影响。 丁述磊和刘翠花(2022)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就业质量的影响,认为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工作

匹配度,进而有助于提高就业质量[12] ;吕越等(2023)将样本限定在制造业进行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有

助于扩大就业规模[13] ;毛日昇(2024)从替代的视角研究工业机器人引入对就业的冲击,认为工业机器人引

入维护了现有企业地位,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速度,进而放缓了就业水平的增长速度[14] 。 二是政策因素对

就业造成的冲击。 周亚虹等(2023)探究了约束性碳减排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约束性碳减排政策虽会降

低污染企业的就业水平,但并不会降低污染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15] ;徐舒等(2024)基于《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综合方案》的改革背景,量化分析了企业社保减负的正外部性,认为较低的社保缴费能促进企业雇佣劳动

力,进而提高就业水平[16] ;夏海波等(2024)利用中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探讨智慧城市建设对就业的影响,
认为智慧城市建设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市场信息匹配和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而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17] 。 综

上所述,较多学者关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多种政策效果和影响就业的诸多因素,少有学者将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与就业相联系进行研究。
近年来,政府对就业的高度重视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开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的背景下

对就业展开研究。 丛屹和闫苗苗(2023)以京津冀地区作为研究样本,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讨论了该地

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匹配发展情况[18] ;马赛等(2023)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

变化对就业规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在京津冀地区对就业规模具有 U 型影响[19] 。 总的来说,已有

学者讨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改变对就业水平产生的影响,但并未关注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对就业水

平造成的直接效应。 此外,尽管多数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效果的文献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定量

分析,但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更为准确估计的文献还较为匮乏。 通过双

重差分法能有效识别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否对就业扩容起到了作用,即就业水平的提升是否源于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因此,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政策效果更为科学和合理。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对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影响就业扩容的政策效果进行准确评估,丰富了区域一体化政策效果的相关研究;第二,相比现有

文献,本文揭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就业扩容的影响机制;第三,本文的异质性分析为完善相关政策提

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有利于为进一步推动就业扩容提供可能的思路。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直接影响企业的雇佣行为,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企业能预

料到该政策的实施存在信号传递的作用[20-21] ,即处在该地区的企业将会面临更小的融资约束,这激励了

企业的投资增产意愿,从而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根据政策内容,企业能预料到该政策的实施

有利于形成上下游供应链,即处在该地区的企业将会在政府的推动下互相帮扶,这给企业提供了快速发

展的机遇。 因此,企业为抓住这一机遇,可能会提前规划布局,即雇佣更多的人力资本,这有利于推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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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就业扩容。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就业扩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还能通过加速企业成长、促进人口流动和推动数字经济建设,促进企业就业扩容。

稳就业是稳民生的先决条件,然而,现实中较为分散的地区发展模式总体上并不利于稳就业。 根据《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可以提炼出三个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任务:第一,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
源等要素在地区之间的高效流动与协同化发展;第二,建设国家一流城市群,提高京津冀地区核心竞争力和

影响力;第三,构建现代化、智能化、绿色低碳的社会和生态环境等。 对此,本文着重探讨的影响机制也围绕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三大任务进行选取,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加速企业成长、促进人口

流动和推动数字经济建设,从而促进企业就业扩容。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企业成长

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生产环境。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源要

素的支撑。 若异地建厂受限较多,那么企业只能以运输成本较高的方式获取异地资源,并在本地进行生产,
这不利于企业成长,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有效缓解这类企业在生产方面的成本负担。 具体地,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有效帮助企业打破区域壁垒,这主要表现为企业能迅速地在不同的城市之间

建立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实现分工合作,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推动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 企业的劳动

力需求与生产规模之间又存在正相关性,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因此,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将会引致

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这有利于企业就业扩容。
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了社会资金对产业趋势发展的关注,能够改善企业成长的

外部融资环境。 在内容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还对各区域产业如何协调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河北主要

以扶持钢铁、煤炭、电力、轻工产业等第二产业为主;北京主要围绕自身的教育、文化、科技这些核心资源来

发展壮大高端服务业、高新技术、文化创意等产业;天津依靠天津港,在先进制造业、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

加工环节上具有天然优势。 随着各地区的优势产业明确,向金融机构传递了这类企业获得政府外部支持的

信号[20-21] ,这将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成长[22] 。
金融资源配置等外部条件推动的企业成长,还会使企业对岗位的需求发生变化,有利于当地劳动力市

场的有效匹配。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资源配置将会影响企业生产性投资与创新性投资之间的分配[23] ,这就意

味着企业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后,会增加创新性投资的占比。 即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可能会从对技术工人

的高需求转向对研发工人的高需求,进而有助于缓解由于高技能岗位不足带来的失业。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加速企业成长,进而促进就业扩容。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人口流动

当地市场劳动力供给与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匹配状况是影响就业扩容的重要因素[24] 。 企业对劳动力的

需求存在差异,高技术岗位需要高学历人才,而低技术岗位的要求较低。 即使企业对高技术岗位的人才需

求较少,但通常次发达地区缺少这类人力资本,另外发达地区企业低技术岗位对人力资本具有较大的需求,
所以推动人口在区域间的快速流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区域规模可以将区域间的快速流动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从城市内部视角出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的实施对京津冀城市群基础交通建设,如高速公路、轨道交通[25]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能有效建立城市内交通一体化,从而推动城市内的劳动力市场有序匹配,解决企业部分雇佣需求;二是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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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外部视角出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改善了不同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推动了人口在京津冀城市

群内部流动。 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

的批复》(发改基础〔2016〕2446 号)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以前,京津冀地区将形成以‘京津、京保石、京唐

秦’三大通道为主轴,与既有路网共同连接区域内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实现京津石中心城区与周边城

镇 0. 5 到 1 小时通勤圈,京津保 0. 5 到 1 小时交通圈。”这就意味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有效推动

京津冀城市之间人口的快速流动。

人口的快速流动有利于企业就业扩容。 一方面,已有研究指出,由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带来的人口快速

流动有利于推动家庭的旅游消费[26] ,这种消费的增加又进一步有利于形成消费的就业效应[27] ,从而推动企

业就业扩容。 另一方面,还有学者认为基于高铁开通带来的人口快速流动能够为京津冀地区劳动力跨地区

工作提供有利条件[28] ,能有效解决剩余劳动力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不能迅速流动而引发的结构性失业

问题。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人口流动,进而促进就业扩容。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数字经济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明确指出以现代化和智能化为主要目标,但现代化与智能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以数字经济的建设为基础。 实践上,该政策在规划中提出要推动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而数字技术、数字

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 因此,加速数字经济的建设也是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目标之一。

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建设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29-30] 。 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迅速发

展能直接推动企业就业扩容,主要存在两个途径:一是数字化与互联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企业为跟上数

字化时代的节奏会选择设置互联网职位,所以有利于直接促进企业就业扩容;二是数字化能带动如电子商

务这类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31] ,随着电子商务公司数量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进而推动企业就

业扩容。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有利于大数据平台的构建,通过搭建大数据平台还能对就业扩

容产生两方面影响:一是通过将大数据平台融入企业生产过程,赋能企业高速发展,进而提高企业对劳动力

的需求[32] ;二是通过推动劳动力供给与企业劳动力需求有效匹配[33] ,进而缓解摩擦性失业。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推动数字经济建设,进而促进就业

扩容。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对就业扩容的作用

效果。 本文将政策实施时间点设定在 2014 年,因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这个文件在 2014 年

已经形成。 具体地,采用企业层面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回归;将京津冀(包括安阳市①)地区的上市企业

作为处理组,其他地区的所有上市企业作为控制组。 同时,为保证结果有效性,后文还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

29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5 年 4 月 30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具体名录包括安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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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Labori,t = α +βCitydidi,t +∑θControl
i,t

+γi +δt +εi,t (1)

其中, Labor i,t 表示 t 年 i 企业的就业扩容水平; Citydid i,t 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政策虚拟变量,其

系数 β 衡量的是该政策的作用效果,这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 Controli,t 表示包含上市企业层面和地级市

宏观层面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γ 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δ 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 i,t 为随机误差项。 同时,由于同

地级市的各企业可能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本文的回归结果聚类到地区层面。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就业扩容(Labor),本文以就业的绝对量对就业扩容进行衡量,这是因为就业的绝对量变

动更能反映政策带来的就业扩容变化。 借鉴张明志和岳帅(2022) [34] 的研究,采用上市公司的现有员工人

数作为代理变量,并将该变量单位转换为万人,即用企业员工人数与 10
 

000 的比值表示。

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政策虚拟变量(Citydid),该变量由 Treated 与 Imyear 进行交乘构

成。 其中,Treated 的取值为 0 或者 1,若取值为 1,表明该城市为处理组,否则为对照组;Imyear 的取值为 0 或

者 1,在该政策开始实施后的年份均取值为 1,否则为 0。 将它们相乘得到的交互变量使用 Citydid 表示,若该

变量取值为 1,表明该城市即是处理组且政策开始生效,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需要控制公司层面相关变量和宏观经济变量。 借鉴邱国庆等(2023) [35] 、袁一杰

等(2023) [36]的研究,本文确定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成长能力(TobinQ),采用股票市场价值与企业资

产总计的比值度量;企业平均职工薪酬(Avwage),采用应付职工薪酬与员工人数的比值度量;企业总资产

(Asset),采用企业资产总计取自然对数度量;企业总资产净利率(Roa),采用企业净利润与企业资产总计的

比值度量;企业所得税费用( Incomtax),采用企业所得税费用取自然对数度量;企业成立时长(Age),采用当

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后再取自然对数度量;地区第二产业占比( Industry),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与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值度量;地区生产总值(Gdp),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取自然对数度量;地区人均工资水平

(Citywage),采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取自然对数度量;地区人口规模(Pop),采用地区户籍人口数(万人)取

自然对数度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0—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公司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深圳希施玛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为保证本文的回归结果更具有稳健性,借鉴陈志

勇和王希瑞(2023) [37] 的研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 ST 或曾经被 ST 过的上市公司;(2)剔除属

于金融行业类的上市公司;(3)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 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其中个别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最终,本文

得到 2
 

068 家上市公司的样本,共计 22
 

652 个观测值,其中有 254 家上市公司位于京津冀地区。 由于非

平衡面板数据包含更多的信息,本文进行实证时分析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 表 1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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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别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Labor 22
 

652 0. 659
 

8 2. 358
 

6 0. 001
 

7 55. 281
 

0

解释变量 Citydid 22
 

652 0. 114
 

3 0. 318
 

2 0 1

公司层面控制变量 TobinQ 22
 

652 2. 743
 

4 2. 215
 

5 0. 219
 

1 33. 374
 

0

Avwage 22
 

652 2. 366
 

7 5. 946
 

8 0. 004
 

9 485. 713
 

0

Asset 22
 

652 23. 186
 

7 0. 913
 

9 19. 928
 

8 26. 388
 

4

Roa 22
 

652 0. 048
 

0 0. 064
 

2 -1. 702
 

6 0. 541
 

5

Incomtax 22
 

652 17. 243
 

1 1. 767
 

9 0. 000
 

0 24. 479
 

6

Age 22
 

652 2. 913
 

8 0. 338
 

8 0. 000
 

0 4. 219
 

5

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Industry 22
 

652 0. 398
 

9 0. 114
 

0 0. 150
 

5 0. 822
 

4

Gdp 22
 

652 18. 245
 

7 1. 058
 

9 14. 177
 

3 19. 774
 

0

Citywage 22
 

652 11. 310
 

5 0. 421
 

9 9. 231
 

7 12. 128
 

3

Pop 22
 

652 6. 481
 

0 0. 669
 

5 2. 970
 

4 8. 136
 

2

机制变量 TFP-LP 19
 

688 8. 458
 

1 1. 058
 

5 4. 612
 

3 12. 805
 

4

TFP-FE 19
 

688 11. 519
 

5 1. 343
 

3 6. 629
 

9 15. 606
 

6

WAGE 22
 

472 0. 303
 

6 0. 352
 

6 0. 000
 

8 1. 320
 

9

FIXASSET 15
 

668 0. 365
 

2 0. 262
 

4 0. 000
 

9 1. 199
 

4

TRMOB 14
 

202 2. 529
 

5 3. 604
 

5 0. 022
 

6 20. 172
 

2

TEMOB 18
 

786 7. 867
 

7 5. 181
 

8 0. 202
 

0 34. 100
 

0

DIG-PRI 15
 

612 0. 684
 

6 0. 092
 

1 0. 553
 

9 0. 953
 

9

DIG-ENT 15
 

611 0. 305
 

1 0. 200
 

3 0. 018
 

9 0. 887
 

7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就业扩容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列(1)为引入企业层面和地

区层面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进一步引入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核
心解释变量 Citydid 的回归系数均在 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了就

业扩容,假设 1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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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itydid 0. 307
 

6∗∗ 0. 090
 

8∗∗

(2. 201
 

0) (2. 466
 

0)

TobinQ 0. 027
 

4∗ 0. 016
 

9∗∗∗

(1. 899
 

5) (2. 913
 

9)

Avwage -0. 021
 

0 -0. 012
 

3

( -1. 425
 

2) ( -1. 505
 

8)

Asset 0. 236
 

8∗∗∗ 0. 138
 

3∗∗∗

(2. 922
 

9) (3. 380
 

6)

Roa -3. 241
 

0∗ -0. 098
 

1

( -1. 846
 

1) ( -1. 412
 

9)

Incomtax 0. 531
 

2∗∗ 0. 073
 

6∗∗∗

(2. 545
 

7) (4. 195
 

4)

Age 0. 708
 

5 0. 403
 

3∗

(1. 473
 

6) (1. 816
 

2)

Industry 0. 788
 

5 0. 027
 

4

(1. 365
 

7) (0. 133
 

0)

Gdp 0. 008
 

8 0. 057
 

3

(0. 159
 

4) (1. 234
 

3)

Citywage -0. 205
 

3∗ -0. 146
 

2∗∗∗

( -1. 679
 

9) ( -3. 050
 

1)

Pop 0. 054
 

3 0. 391
 

6∗∗∗

(0. 892
 

7) (3. 842
 

3)

地区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652 22
 

624

R2 0. 185
 

9　 　 0. 954
 

0　 　

　 　 注:∗∗∗ 、∗∗ 、∗分别表示 1%、5%和 10%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 值,后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法有效识

别因果效应的重要前提条件,即在政策实

施前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就业水平

应当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借鉴高跃光

等(2023) [38] 的研究,本文设定以下事件

研究方程进行检验。 具体公式设定为:

Labori,t = α +βt∑ 4

t = -4
Posti,t +

∑θControli,t +γi +δt +εi,t (2)

其中, posti,t 为距离开展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的相对时间, t = 0 为改革当期。
本文以改革前一期作为基期,基期的政策

效应为 0。 如果京津冀地区与其他地区的

就业水平在政策实施前几年的变化趋势

与基期年份相比具有一致性,即实施前几

年的政策效应显著接近 0,则表明通过了

平行趋势检验。 根据图 1 可以发现,与基

准年份相比,京津冀地区前几年的回归系

数均在 90%以上的置信区间显著接近于

0。 这表明,在政策实施前,京津冀地区和

其他地区的就业水平具有相同的变化趋

势,平行趋势假设成立。 同时,从图 1 还可

以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地区内就

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时滞,从试

点后的第 1 期(即第 2 年) 才开始显现。
这是因为从政策落实到影响企业行为需

要一定的时间。 此外,该政策的效果具有

一定的持续性,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在政策

实施后的第 5—8 期(即第 6—9 年),置信

区间依旧远离零点。
2. 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为缓解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造成的偏差,本部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法

寻找政策实施前与实验组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对照组。 同时,为避免匹配方式对结果造成有偏估计的影

响,本文分别采用 K 近邻 1 ∶ 1、1 ∶ 2 和 1 ∶ 3 匹配的方法,并使用频数加权回归。 由表 3 可以发现,所有

再回归结果都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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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3　 PSM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Citydid 0. 780
 

1∗∗∗ 0. 696
 

3∗∗∗ 0. 568
 

7∗∗∗

(3. 803
 

0) (3. 494
 

2) (2. 941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482 6
 

581 9
 

829

R2 0. 882
 

4　 　 0. 866
 

3　 　 0. 855
 

1　 　

　 　 注:列(1)—列(3)分别采用 K 近邻 1 ∶ 1、1 ∶ 2 和 1 ∶ 3
 

匹配的方法。

3. 截断缩尾检验

本文采用 1%的截断缩尾法生成新的被解释变量,再利用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如

表 4 列(1)所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就业扩容的影响依然为正向,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

本文的核心结论比较稳健。

表 4　 多种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Citydid 0. 087
 

8∗∗ 0. 066
 

8∗ 0. 071
 

5∗∗ 0. 088
 

6∗∗

(2. 232
 

0) (1. 675
 

1) (2. 053
 

9) (2. 3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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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续)

变量 (1) (2) (3)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393 22
 

624 15
 

314 4
 

639

R2 0. 956
 

2　 　 0. 919
 

0　 　 0. 959
 

4　 　 0. 980
 

7　 　

　 　 注:列(1)—列(4)分别采用截断缩尾、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样本区间和更换对照组的方法。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将衡量方法由以员工人数的绝对值转变为取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回归结果如表 4 列(2)所示,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就业扩容的影响依然为正向,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的确是

比较稳健。
5. 更换样本区间

受疫情冲击带来的影响,可能会造成企业大面积倒闭的问题,这会使实证结果失真。 为缓解这一问题,
本文直接剔除 2020 年及以后的三年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
6. 更换对照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批复单位不同于其余国家级城市群,为避免批复等级相同带来的样本选择偏

误,本文剔除国务院批复的 10 个国家级城市群的所有城市上市企业样本后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列(4)所示,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这表明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

7.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非政策因素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的方法来缓解这一问题。 具体地,通
过随机在样本中抽取与原政策相同数量的试点城市(该过程共随机抽取 14 个伪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剩
下的城市作为对照组样本,同时也随机抽取试点时间(该时间数量保持与原政策一致,即抽取一个相同的伪

试点时间),用得到的“新政策”进行回归分析,再将这个过程重复 500 次。 如果得出的结果均不显著或接近

零并离基准回归系数较远,那么证明本文的核心结果真实有效。 结果如图 2 所示,这些随机试点政策对就业

扩容影响的回归系数基本上靠近 0,明显远离基准回归结果值 0. 091,且大部分结果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

明本文结果比较稳健。
8. 排除其他政策的竞争性

由于同一期间实施的政策有很多,因此政策效果会受到大量干扰。 本部分通过将其他政策作为控制组

来尝试排除这一干扰,如果在引入其他政策变量后,该政策变量回归系数依旧显著为正,那么证明本文的结

果比较稳健。 本文选取了以下五个试点政策:(1)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 该政策中处理组为上海、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
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该政策颁布时间为 2016 年,故将政策启动时间定为 2016
年。 (2)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该政策处理组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
贵州 11 个省份。 该政策颁布时间为 2014 年,故将政策启动时间定为 2014 年。 (3)成渝都市圈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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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该政策中处理组为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
重庆。 该政策颁布时间为 2018 年,故将政策启动时间定为 2018 年。 (4)低碳城市试点政策。 该试点政策

以探索低碳发展模式为目标,注重通过技术创新等途径推进低碳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组织开展了两批低碳省份和城市试点,在 2017 年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 (5)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 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影响要素之一,这意味着企业对人力资本这一要素的需求也会发生变

化。 该政策的处理组为雄安新区、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 该政策颁布时间为 2019 年,故将政策启动

时间也定为 2019 年。 (6)雄安新区的设立。 雄安新区的大规模建设可能会创造新的岗位需求,因此可能会

影响核心政策效果。 雄安新区设立的处理组为北京,设立时间为 2017 年 4 月 1 日,故将政策启动时间定为

2017 年。
在确定试点政策启动时间与处理组后,本文将政策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赋值方法是依据该

上市公司当年及之后是否受到了政策冲击,若是为 1,否则为 0。 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在引入一系列相

关的试点政策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仍然能够促进就业扩容,这表明本文的结果较为稳健。 在

控制的竞争性政策中,多数政策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他们的就业扩容效应趋近于 0。 其中,成渝都市

圈政策的就业扩容效应表现为负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成渝地区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处于

不完善阶段[39] 。

表 5　 排除其他政策的竞争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Citydid 0. 090
 

8∗∗ 0. 088
 

7∗∗ 0. 089
 

9∗∗ 0. 087
 

8∗∗ 0. 091
 

9∗∗ 0. 080
 

2∗∗

(2. 421
 

5) (2. 010
 

0) (2. 437
 

5) (2. 486
 

7) (2. 467
 

6) (2. 07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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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变量 (1) (2) (3) (4) (5) (6)

长三角城市群 -0. 000
 

1

( -0. 004
 

6)

长江经济带 -0. 003
 

7

( -0. 097
 

8)

成渝都市圈 -0. 058
 

5∗∗∗

( -2. 826
 

5)

低碳城市试点 0. 021
 

6

(0. 902
 

5)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0. 019
 

9

(1. 047
 

5)

雄安新区 0. 058
 

3

(1. 334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2
 

624 22
 

624 22
 

624 22
 

624 22
 

624 22
 

624

R2 0. 954
 

0　 　 0. 954
 

0　 　 0. 954
 

0　 　 0. 954
 

0　 　 0. 954
 

0　 　 0. 954
 

0　 　

　 　 (三)机制检验

根据理论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够加速企业成长、促进人口流动和推动数字经济建设,进

而促进就业扩容。 根据江艇(2022) [40]的观点,机制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Mechi,t = α +βCitydidi,t +∑θControl
i,t

+γi +δt +εi,t (3)

其中, Mech 表示机制变量,分别为企业成长、人口流动以及数字经济建设; Citydidi,t 表示政策虚拟变

量,其系数 β衡量的是该试点政策的作用效果; Controli,t 表示包含上市企业层面和地级市宏观层面的一系列

控制变量; γ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δ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误差项。
1. 加速企业成长

本文主要从两个视角选取企业成长的衡量指标。 一是从产出的视角,选取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企业成

长的指标。 借鉴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 [41]的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并采用固定效应估计技术和莱文

索恩-彼得林法(LP 法)两种方法对计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修正,两种方法对应的变量分别记为 TFP_FE
和 TFP_LP。 该指标的值越大,说明企业拥有更高水平的生产效率,意味着企业成长良好。 二是从投入的视角

出发,选取与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相关的指标,二者分别记为 WAGE 和 FIXASSET,它们均对企业成长起重要的

推动作用。 其中,劳动投入采用在岗员工薪酬总和进行衡量,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产总投资额进行衡量。 劳动

和资本这两大要素投入的增多意味着企业拥有更大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42] ,这表明企业获得了较好的成

长。 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Citydid 的回归系数在 10%的统计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企业成长有推动作用。 据此,假设 2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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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Ⅰ

变量 (1) (2) (3) (4)

Citydid 0. 048
 

2∗ 0. 052
 

6∗ 0. 227
 

8∗∗∗ 0. 060
 

3∗∗∗

(1. 948
 

9) (1. 848
 

3) (3. 251
 

1) (4. 256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9
 

649 19
 

649 22
 

472 15
 

382

R2 0. 914
 

1　 　 0. 937
 

2　 　 0. 926
 

9　 　 0. 955
 

8　 　

　 　 注:列(1)—列(4)机制变量分别为 TFP_LP、TFP_FE、WAGE 和 FIXASSET。

2. 促进人口流动

本文采取两种方法对人口流动进行衡量。 一是从交通运输工具的视角,选取交通运输客运量作为衡量人

口流动(TRMOB)的指标,计算方式为铁路、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客运量加总,单位为万人。 交通运输工具是产

生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所以人口流动强度与交通运输客运量具有极强的正相关性。 二是借鉴杨晓军

(2017) [43]的做法,选取暂住人口来刻画人口流动指标(TEMOB)。 暂住人口是指常住户口不在其生活所在地的

外来经商办企业、探亲、旅游、从事劳务和生产经营,所以暂住人口数量的变化能直接体现出人口流动强度,

若一个地区的暂住人口较多,那么该地区通常具有人口大规模流入流出。 两次回归结果如表 7 列(1)和

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Citydid 的回归系数在 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实施能推动地区人口流动,为促进就业扩容提供了人力支持。 据此,假设 3 成立。
3. 推动数字经济建设

本文结合数据可获得性,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金融普惠两个视角构建数字经济指数。 借鉴黄群慧等

(2019) [44]的方法,选取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动电话普及率四个指标,分别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值法构造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标,两种方法对应的变量分别记为 DIG-PRI 和 DIG-

ENT。 回归结果如表 7 列(3)和列(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Citydid 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这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能推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从而促进就业扩容。 据此,假设 4 成立。

表 7　 人口流动机制检验回归结果Ⅱ

变量 (1) (2) (3) (4)

Citydid 1. 970
 

9∗ 0. 304
 

9∗∗∗ 0. 026
 

6∗∗∗ 0. 071
 

1∗∗∗

(1. 831
 

9) (4. 403
 

2) (4. 137
 

8) (4. 379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4
 

182 17
 

113 15
 

384 15
 

384

R2 0. 695
 

2　 　 0. 999
 

0　 　 0. 958
 

7　 　 0. 946
 

2　 　

　 　 注:列(1)—列(4)机制变量分别为 TRMOB、TEMOB、DIG-PRI 和 D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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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异质性分析

　 　 (一)产权异质性

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对企业稳就业的效果。 本文通过平均效应考察企业

产权性质对该政策效果的影响,平均效应反映了样本期间内企业产权性质对政策效果影响的均值,有助于

多维度地考察政策平均效果。
本部分的数据来源于 CSMAR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 根据数据详细情况,将产权性质等于 1 的划分为

国有企业样本;产权性质等于 0 的划分为非国有企业样本。 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可以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

业就业扩容具有在 10%统计水平下的正向影响,对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系数接近于 0,且十分不显著。 这表明该

政策更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就业扩容,且至少没有对非国有企业稳就业造成不利影响。 这是因为为了追求晋

升,国有企业高管往往会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因此,国有企业通常具有更好的抗风险体系,当面临各类

政策冲击时,受到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16] 。

表 8　 产权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itydid 0. 150
 

6∗ -0. 004
 

1

(1. 835
 

6) ( -0. 133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
 

645 14
 

917

R2 0. 968
 

4　 　 0. 862
 

3　 　

　 　 注:列(1)和列(2)样本分别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二)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

当地的就业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

与需求的相互匹配程度,随着技术进步与产业变

革,劳动力需求发生了转变,这就对劳动力供给

提出了新要求[45] ,所以当地人力资本的水平可

能会对政策的就业效应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平

均效应考察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对该政策效果的

影响,平均效应反映了样本期间内地区人力资本

水平对政策效果影响的均值,有助于多维度地考

察政策平均效果。 地区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平均

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计算方法参考甘行琼等(2022) [46] 的做法,具体计算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

(小学在校生×6+中学在校生×10. 5+大学在校生×16) / 总在校人数。
本文采用人力资本水平的中位数区分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划分完成后再分别进

行实证检验①。 将低于中位数的划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标识为 0;将高于中位数的划为人

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标识为 1。 结果如表 9 所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组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

数在 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组的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在人力

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更有利于该政策发挥稳就业的作用效果。

　 　 (三)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异质性

企业竞争力是影响企业雇佣需求的核心因素之一,而企业竞争力又受到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 具

体来讲,根据资源诅咒理论,位于自然资源较为富裕地区的企业,可能会因为过度依赖当地资源继而造成缺

乏竞争力,从而影响政策的就业效应。 为检验这一假设是否成立,本文通过平均效应考察地区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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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地,先计算出各省份的年地区人力资本平均值,然后再统计出中位数,低于该中位数的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省份,高于该中位数

的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省份,再按企业所属省份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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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itydid 0. 124
 

2∗∗∗ -0. 058
 

4

(3. 116
 

5) ( -0. 631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6
 

731 5
 

855

R2 0. 964
 

4　 　 0. 889
 

2　 　

　 　 注:列(1)和列(2)样本分别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和较低地区的上市

公司。

禀赋对该政策效果的影响,平均效应反映了样本

期间内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对政策效果影响的均

值,有助于多维度地考察政策平均效果。 地区自

然资源禀赋的计算借鉴张峰(2016) [47] 的做法,
采用各省份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 17 种矿物资

源加总进行衡量。
本文采用中位数的方式区分自然资源禀赋

较高和较低地区的上市公司,划分完成后再分别

进行实证检验。 将自然资源禀赋低于中位数地

区的上市公司划为一组样本,标识为 0;将自然

资源禀赋高于中位数地区的上市公司划为一组

样本,标识为 1①。 结果如表 10 所示,自然资源禀赋较低组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下显

著为正,自然资源禀赋较高组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表明在自然资源禀赋较低的地区,
更有利于发挥该政策发挥稳就业的作用效果。

表 10　 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1) (2)

Citydid -0. 051
 

8 0. 142
 

5∗∗∗

( -0. 857
 

3) (2. 718
 

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9
 

112 13
 

512

R2 0. 904
 

0　 　 0. 957
 

8　 　

　 　 注:列(1)和列(2)样本分别为自然资源禀赋较高和较低地区的上市

公司。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 2010—2022 年的中国沪深 A 股上市

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京

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对就业扩容的影响及

路径。 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的实施促进了就业扩容,且经过平行趋势检

验、PSM 检验、被解释变量截断缩尾等稳健性检

验,结果依旧成立。 第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的实施能够加速企业成长、促进人口流动和推动

数字经济建设,从而促进企业就业扩容。 第三,从企业内部异质性来看,不同的产权性质会影响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政策效果,其中国有企业受到该政策的冲击较大,是地区企业稳就业的主要力量。 第四,从企业外部

异质性来看,该政策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能促进企业就业扩容;在自然资源禀赋较低的地方越

有利于发挥该政策的效果。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相关政策举措。 具体地,一是应在实施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同时再配套一些财政支持政策,通

过政府支出工具引导和帮助企业快速成长,更有利于发挥区域一体化的政策效果;二是应加速交通的建设,

促进人口在区域中的快速流动,为异地办公者提供便利,还能推动区域间消费的就业效应;三是应着重支持

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发挥政策的作用效果,作为新时代的经济增长新要素,还能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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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基于政策试点选取特征,本文采用省份层面的自然资源储备数据。 具体地,先计算出各省份的年自然资源储备平均值,然后再统计出

中位数,低于该中位数的为自然资源储备较低的省份,高于该中位数的为自然资源储备较高的省份,再按地级市所属省份进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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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各行各业,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48] 。

第二,非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应重点激发这类企业活力。 具体而言,当地政府应多

采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引导非国有企业朝优势产业方向集聚抱团发展本地特色经济,有助于非国

有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非国有企业就业扩容。 此外,还要重视国有企业在稳就业中充当的重要

作用,政府应保持利用财政支出工具支持国有企业发展,保障国有企业持续为稳就业作出重要贡献。

第三,充实地区人力资本质量,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高效实施。 提高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主要通过

两个途径:一是需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持续深化教育一体化。 目前,京津冀的教育依旧存在较大的地区

差异。 对此,建议在京高校与津冀合办分校区,有利于缓解因地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地区间人力资本

质量存在差异的这一问题;二是需要地方政府有所作为,应通过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水平、改善环境污染等方

法增加城市居民幸福度,吸引外地人才在本地落户,改善地区人力资本质量。

第四,应针对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实施有差异的财政支持政策[49] 。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

明确了发展地区优势产业,但较小的生产成本与竞争使自然资源禀赋较高地区的企业缺乏创新发展动力,

从而不利于该政策的推进。 为有效避免这一问题的产生,自然资源富裕地区的政策制定应集中于引导和推

动企业研发,使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 此外,需要优化外地企业来本地办厂的限制条件,在保护本地优势产

业链企业的同时,通过引入上下游产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便利;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地区的政策制定应集中于

引导和推动当地企业在异地办厂,推动企业有益成长,促进当地就业,还有助于办厂地区的稳就业,进而达

到双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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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mploy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people’ s
 

livelihoods.
 

Stabilizing
 

employment
 

becomes
 

a
 

top
 

priority
 

when
 

facing
 

complicated
 

exter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China-US
 

trade
 

friction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aper
 

adopts
 

the
 

sample
 

data
 

of
 

A-shar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2
 

to
 

explore
 

whether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 BTHCD)
 

strategy
 

can
 

promote
 

employment
 

expansion
 

of
 

enterprises
 

and
 

its
 

mechanism.
This

 

paper
 

obtains
 

several
 

key
 

findings.
 

First,
 

the
 

BTHCD
 

strateg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corporate
 

employment
 

expansion.
 

This
 

finding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econd,
 

this
 

promoting
 

effect
 

is
 

achieved
 

mainly
 

by
 

accelerating
 

enterprise
 

growth,
 

facilitating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implementing
 

this
 

type
 

of
 

policy
 

has
 

a
 

more
 

prominent
 

influence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areas
 

with
 

high
 

human
 

capital
 

levels
 

and
 

low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BTHCD
 

strategy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to
 

promote
 

corporate
 

employment
 

expansion.
 

Second,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THCD
 

strategy.
 

Thi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emphasize
 

the
 

educ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human
 

capital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BTHCD
 

strategy.
 

Fourth,
 

the
 

policy
 

experience
 

of
 

BTHCD
 

should
 

be
 

promot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adopts
 

th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policy
 

effects
 

of
 

the
 

BTHCD
 

strategy
 

in
 

affecting
 

corporate
 

employment
 

expansion,
 

which
 

enriche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policy
 

effect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econd,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BTHCD
 

strategy
 

affects
 

employment
 

expansion.
 

Third,
 

this
 

paper
 

also
 

conducts
 

various
 

heterogeneity
 

test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levant
 

policies,
 

as
 

well
 

as
 

possible
 

ideas
 

for
 

further
 

promoting
 

corporate
 

employment
 

expa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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